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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生态是孕育企业创新韧性的“土壤”。构建自主可控创新生态，培育作为重要市场主体的企业创新韧性，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在梳理中国式创新生态跃迁历程基础上，从风险吸收、形变恢复、柔性变革等“质”与“量”维度建立企业创新韧性测度体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技术方法，考察企业创新韧性空间关联、差异结构与政策取向。研究发现，中国式创新生态历经艰难探索、萌芽初起、加速生成、全面建设等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五位一体”式“内核—外围”结构；创新生态中的企业韧性总体增幅平稳，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和水平分化特征，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创新韧性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以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政策多重并发和联动匹配，是提高企业创新韧性的有效方式。研究结论为塑造我国企业在动态复杂环境中的创新能力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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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Correlation, Different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on Polic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Resilience Rooted in Chinese-style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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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ecology can be seen as the soil for incubating the innovation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innovation ecosystem to foster firm’s resilience is an intrinsic request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measurement system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resilienc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bsorption, recovery and change, and use the method of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fsQCA to estimate the spatial association and promotion policy of enterprise’s innovation resilience. We found that Chinese-style innovation ecosystem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its structure may be summarized as Centre-periphery pattern. The firms’ innovation resilience rooted in it gradually grows in general with regional differences. Additionally, the combination of policies with tax reduction and fee reduction as the main cont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Th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for shaping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 dynamic and complex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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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在美“芯片法案”胁迫、俄乌冲突、新一轮科技革命等交织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遭受严重冲击，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部分领域中小企业面临毁灭性风险。在此背景下，构建中国式自主可控创新生态，培育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创新韧性，塑造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创新能力，已是亟待深入研究且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这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进程中尤为突出。其中，系统梳理我国创新生态发展历程、科学测度企业创新韧性是研究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性工作。
在物理学中，韧性一般指物体在形变或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强，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至今，不同领域研究学者对韧性的定义存在较大差异。从组织学视角看，韧性是组织在风险危机压迫下具有的动态能力，是有效应对威胁和响应危机变化的重要因素[1]，其形成有赖于适应性重构和转化等关键要素的动态循环[2]，受到包括技术竞争强度、市场竞争过程、组织文化、企业家精神等在内的多重因素影响，且高组织韧性企业倾向选择突破性创新模式以谋求转危为安和可持续发展[3]。从经济学视角看，韧性研究早期见于空间经济学等领域，步入新世纪以后，为应对“SARS事件”、美国“次贷危机”等全球性突发事件影响，关于经济韧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加速兴起。在概念内涵上，韧性一般指经济系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以及风险冲击之后的恢复力[4-5]。相对组织韧性而言，政策和制度、社会资本、经济结构等宏观环境是国内外学者研究阐释韧性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的关注焦点[6-7]。不难发现，韧性通常被认为是主体或客体在危机、灾害等困难处境中的维持能力与应变能力，包括吸收、适应、恢复与变革等维度[8-9]。Jaaron和Backhouse（2014）认为，吸收通常指客体具有的环境变化感知力和抗干扰能力等[10]；适应则是灾害发生后企业维持现有经营状况的能力[11]；而恢复与变革一般指企业遭受外力冲击时的承压能力以及冲击结束后的修复能力[12]。
尽管韧性测度体系在不同学科领域尚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在韧性内涵界定与形成因素方面已有较成熟的研究结论，即一国或地区政策与制度环境、市场体系、资源禀赋、风俗文化等具有“生态”特征的因素对韧性生成具有重要影响[13-14]，在较大程度上，组织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是孕育组织韧性“果实”的“土壤”。如同生物系统一样，从要素的随机选择不断演变到结构化群落[15]，创新生态系统是在企业、消费者、科研机构、要素、市场、政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共生演进的复杂网络[16]，具有生态位、生态势、生态圈等属性[17]。成熟稳定的创新生态通过并购、合资、协作等价值创造反作用于生态主体，从而提高生态主体生存能力。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等冲击影响下，体制机制、政策、市场体系、数字化基础设施等本土创新生态“外围”结构的完备与稳健，已成为企业等“内核”主体维持创新的基础性保障[18-19]。
然而，如何测度一国或地区创新生态孕育的企业韧性水平，进而倒逼具有本土特色的创新生态体系的完备与进阶，目前仍是有待研究的新兴话题。本文首先从“外围”结构与“内核”主体视角回顾我国特色创新生态演进轨迹，认为创新生态的形成与发展是催生企业创新韧性的必要条件，企业韧性质量的巩固与强化推动创新生态结构高水平演进。其次，从风险吸收、维持创新、形变恢复、柔性变革等“质”与“量”视域构建企业韧性测度体系，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信息熵、泰尔指数等技术方法，分地区刻画中国式创新生态中的企业创新韧性，厘清区域企业创新韧性水平、差异结构与政策取向。
二、中国式创新生态跃迁历程
中国式创新生态的形成和发展，与国家经济基础、科技管理体制、市场体系建设、企业改革、互联网及数字技术应用等密不可分，基本历程如图1。经政府主导、政府推动、市场导向、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驱动等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了“内核—外围”式体系结构，即以企业、客户、高校院所、科研机构、金融服务部门等为主体的“内核”体系，以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新型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发展战略等组成的“五位一体”式“外围”结构。


图1 创新生态跃迁历程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阶段（1949-1977年）
这一时期，为推进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国家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科技体制。在行政力量推动与宏观调控作用下，科技资源整合机制逐步完善，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强化，我国工业化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取得系列重大成就，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奠定坚实基础。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内核”主体由中国科学院、中央部委所属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国防研究机构等单位组成，在国防科技攻关、技术装备研制过程中形成了密切合作，我国创新生态体系中的主体构成与合作模式初步建立，创新生态体系建设开启艰难探索。
彼时，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有赖于行政指令，科技创新投入和资源筹措主要依靠政府，加之企业等市场主体数量匮乏且技术创新能力有限，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市场机制如要素市场、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在科技攻关与创新合作方面，高校院所与企业、技术开发与市场几乎脱离，创新链、创新生态圈等创新生态相关组织形态尚未萌芽。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萌芽阶段（1978-1991年）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仍带有计划色彩，但改革开放引起的一系列重要变化深刻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科技体制改革、专利立法保护、科技发展战略、要素市场建设等为创新生态体系“外围”结构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党中央、国务院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会议决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颁布实施，进一步清除了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我国经济体制亦由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这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重要市场主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科技创新发展更加重视企业技术吸收和开发、科研与市场的衔接等，科技发展计划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技术成果商品化等不同方面，推动创新生态体系中的技术链、市场链、价值链涌现，引导和强化企业、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合作。我国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核”主体雏形初现，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外围”结构初步形成。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成阶段（1992-2011年）
随着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数量迅速扩张，以及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互联网应用等有利条件助推，以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客户等为主体的创新生态体系加速生成。1991年12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指出“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并从工交行业中遴选250多家大中型骨干企业开展技术改造。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我国“三农”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进一步丰富了市场主体类型。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支持和鼓励企业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使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并要求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以不同形式同企业合作或进入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道路。同时，继续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建立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特色创新生态体系“内核”主体更加多元、合作更为紧密。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为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提供了新颖工具，创新发展迎来新机遇。互联网的应用加快了社会分工和要素连接，创新主体可在更大范围利用要素资源，创新合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国家“十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相互联动的创新网络，建立服务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系统。党的十六大确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同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客户、消费者等主体开始深度参与创新，创新生态体系的主体构成发生新变化，创新活动的体系化、协同化、网络化特征凸显。
（四）步入新时代后的全面建设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我国特色创新生态体系进入全面建设新时代。随后，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从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任务等方面明确创新驱动发展“三步走”战略，要求培育世界一流的创新型企业、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的科研院所、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构建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新型研发机构、众创空间、孵化器、技术转移服务部门等成为创新生态体系建设的新载体、新主体。在新发展理念指引和全面深化改革激励之下，市场主体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蓬勃动力。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通过立法的方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主体活力迸发。同时，科技管理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释放研发人员、科研单位创新活力。
罕见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创新发展环境剧烈变迁，从韧性视域塑造企业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创新能力，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重要方面。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减税降费、援企稳岗等系列纾困政策，为我国创新生态体系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2020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从促进传统要素与新兴要素发展等方面擘画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为持续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步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市场设施、要素和资源、商品和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制定系列改革方案和保障举措，我国创新生态体系中以市场、要素、体制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外围”结构进一步完善。
这一时期，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与迭代演进，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推进，深刻影响我国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核”主体构成与“外围”结构变迁，推动实现如下方面的进阶转变。一是聚焦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生态建设，注重系统性的风险应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统一大市场、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实施“双创”计划等，营造全社会参与的创新发展环境，以发展共同体、创新联合体等形式促进主体间协同合作。二是从创新体系分类建设向创新系统集成与体系融合转变，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领军企业等科技力量，促进战略科技力量互联互通和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三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创新范式向以商业模式创新、营销服务创新、创新生态圈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业态转变，突出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与数据等新兴要素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深度融合。四是规划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区域创新体系有效衔接，创新发展进入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的新阶段。
发展至今，我国特色创新生态体系基本形成企业主导，高校院所、科研机构、消费者、金融服务部门等广泛参与，上下游衔接的“内核”主体架构，以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新型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发展战略等组成的“五位一体”式“外围”结构，如图2。“外围”结构是“内核”主体协同创新的基础保障，“内核”主体是推动完善“外围”结构体系的重要力量，“内核”主体与“外围”结构紧密结合共同构筑我国特色创新生态体系。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等，是发展特色创新生态的根本遵循；以要素市场、产品市场、金融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超大规模市场及其规则体系，为发展特色创新生态体系提供有效供给、需求激励和空间载体；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及新型基础设施，是优化我国特色创新生态环境的有力支撑；企业创新政策、产业创新政策、科技园发展政策等是激发创新生态活力的有效工具；区域协同（一体化）创新、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发展战略为创新生态体系向上攀升注入强大动力。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世纪罕见疫情、新一轮科技革命等叠加共振，以及一些超预期因素等交织影响下，我国特色创新生态“土壤”孕育的企业创新韧性“果实”，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图2 我国特色创新生态体系的基本结构
三、企业创新韧性测度体系
（一）指标体系
早期研究将韧性定义为“系统吸收变化和干扰的能力[20]”、“系统吸收扰动并在扰动后恢复其功能的能力[21]”。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从基础设施、社区计划、社会系统等方面制定的海岸恢复力指数（Coastal Resilience Index），以及Serre和Heinzlef（2018）从抵御能力、吸收能力、恢复能力和目标准则等维度构建的韧性空间决策支持系统（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22]，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我们认为，企业创新韧性是企业在外部冲击、不确定性等复杂情境下的创新维持能力与恢复变革能力，包括吸收、维持、恢复、变革等维度，即企业的风险吸收能力、维持创新能力、形变恢复能力、柔性变革能力等，据此并参考相关研究[4,20-22]形成如表1所示创新韧性测度指标体系。
（二）方法体系
（1）熵权TOPSIS与泰尔指数。在原始指标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首先基于信息熵相关思想客观赋予指标相应权重，获取观测指标信息熵的效用价值；其次，运用TOPSIS检测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并进行排序得到创新韧性水平。为削减不同区域可能存在的韧性水平差异，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法识别区域企业创新韧性差异来源。该方法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可直观地刻画企业创新韧性结构性差异。
（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本文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思想，运用空间自相关、吉尔里指数（Geary’s C）、莫兰指数（Moran’s I）等研究方法，考察区域企业创新韧性的空间聚类与分布特征。借鉴陈强（2014）[23]，莫兰指数、吉尔里指数的表达式如式（1）、式（2）。
	
	（1）


其中为样本方差，、分别表示地区、地区创新韧性水平，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以地区人均GDP的差额测度地区间经济距离，即，为地区在研究时限内的人均GDP均值；为所有空间权重之和。，大于0表示创新韧性水平存在正自相关，即高创新韧性地区与高创新韧性地区相邻、低创新韧性地区与低创新韧性地区相邻；小于0表示负自相关，即高值与低值相邻；取值接近于0，则表示创新韧性的空间分布为随机分布，即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2）


相对莫兰指数而言，吉尔里指数更关注成分的变动，其值一般介于0-2之间，取值大于1表示存在负相关；取值小于1表示存在正相关，取值为1表示不相关。一般认为，吉尔里指数对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敏感度较莫兰指数更高[23]。
表1 企业创新韧性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
	质性内涵
	二级指标
	量化测度

	风险吸收能力（15）
	面对供应商、客户、风投机构、市场组织、同行业企业等创新链主体缺失或创新链断裂风险，企业以稳定的创新合作和战略吸收潜在风险能力
	创新链依赖风险
（5）
	认为创新链中的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或同行、市场咨询机构、风投机构对本企业创新有较大价值的企业占比

	
	
	创新合作稳定性
（5）
	与本集团内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政府、行业协会开展创新合作的企业比重

	
	
	创新战略前瞻性
（5）
	制定保持本领域国际领先地位、赶超同行业国际领先企业、赶超同行业国内领先企业、持续增加创新投入、保持现有技术水平和生产经营状况的创新战略的企业比重

	维持创新能力（15）
	不确定性、外部冲击引致企业面临资金约束、人才约束、市场约束等，仍可持续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包括资金约束容忍度、人才约束容忍度、市场约束容忍度、创新活动开工率
	资金约束容忍度
（5）
	1.认为缺乏内部资金、银行贷款、风险投资以及成本过高非创新主要障碍的企业占比
2.认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对创新没有“高度”影响的企业比重

	
	
	人才约束容忍度（3）
	1.认为高素质人才、企业家精神对创新没有“高度”影响的企业比重
2.缺乏人才或人才流失非创新主要障碍的企业占比

	
	
	市场约束容忍度（3）
	认为缺乏市场信息、市场已被占领、不能确定市场需求非创新主要障碍的企业比重

	
	
	创新活动开工率（4）
	1.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数量及占比
2.实现创新的企业数量及占比

	形变恢复能力（19）
	创新在外力作用下“形变”而后“反弹”的能力，即企业在维持创新过程中或暂时中断创新活动等情境下，恢复创新增长或弥补创新损失的能力
	核心技术自给能力（5）
	1.拥有技术秘密并进行内部保护、难以复制的复杂技术，形成国家或行业技术标准、时间先发优势的企业比重
2.对最主要的主营产品拥有品牌所有权

	
	
	本土研发能力（7）
	1.在新产品方面，独立开发、与集团内企业合作开发、与境内企业合作开发、与境内研究机构合作开发、与境内高校合作开发的企业占比
2.企业创新费用支出、内部研发经费支出

	
	
	市场开拓能力（7）
	1.开发国际市场新产品、国内市场新产品的企业占比
2.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其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3.国际市场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国内市场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仅本企业新的产品销售收入占比

	柔性变革能力（5）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企业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转变经营战略的柔性能力，主要包括创新模式变革、工艺流程创新
	创新模式变革（3）
	实现组织或营销创新的企业数、实现组织创新的企业占比、实现营销创新的企业占比

	
	
	工艺流程创新（2）
	实现工艺创新的企业数量及占比


注：括号内数字为指标个数。
（三）数据来源
当前，有关企业创新韧性的统计资料并不多见，已有研究多以调研数据为主。国家统计局在2016-2021年出版发行的《全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为创新韧性研究提供了优良借鉴。该年鉴调查范围涉及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国民经济行业，调查对象包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等，调查内容涵盖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等，是较为全面反映我国企业创新情况的高质量调查资料。极个别指标的缺失值采用当年全国均值代替。因我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部分指标数据缺失，研究样本暂不包括上述地区。
四、企业创新韧性测度结果分析
（一）企业创新韧性水平分布动态
图3报告了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创新韧性水平，其中小型企业为规模（限额）以上小型企业。整体上，不同规模企业韧性水平略有起伏，中型企业韧性水平波动相对明显，大型企业韧性水平波动较为平稳；近5年大型企业、小型企业创新韧性均值分别为0.52和0.40，较中型企业高67.7%、28.8%，具有“两头高、中间低”特征。特别地，疫情暴发前大中小企业韧性水平分别为0.52、0.31、0.42，疫情暴发后不同规模企业创新韧性增长2.7%、4.5%、7.1%，表明在突发事件冲击下企业仍有良好的维持创新能力。

图3 不同规模企业创新韧性水平
从图4看，得益于我国特色创新生态、发展战略及多重政策组合形成的激励效应，地区企业创新韧性总体趋势平稳，发展水平从2016年的0.21逐年增至0.24，其中2020年创新韧性较2019年增长3.5%，在总体上反映出规模以上企业创新受疫情冲击后的形变恢复能力较强。分地区看，创新韧性水平5年均值排名前10位分别为广东（0.572）、江苏（0.566）、浙江（0.496）、山东（0.364）、上海（0.259）、安徽（0.258）、河南（0.246）、湖南（0.234）、湖北（0.219）、北京（0.214）。由图4可知，企业创新韧性“峰值”主要集中在江浙沪、广东等地，韧性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关联。疫情暴发后，韧性水平增幅较明显的地区分布在山东（20.6%）、江西（14.0%）、北京（13.5%）、河南（12.0%）、安徽（11.5%）等。

图4 按地区分企业创新韧性分布
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地区企业创新韧性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布，具有区域分异特征。表2报告了四大经济带企业创新韧性水平。从京津冀、长三角、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视角看，虽然四大经济带企业创新韧性稍有起伏，但总体上具平稳增长特征，疫情后四大经济带企业创新韧性均有不同程度增幅。
表2 四大经济带企业创新韧性分布
	年度
	长三角
	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
	黄河流域

	2016年
	0.374
	0.197
	0.247
	0.182

	2017年
	0.370
	0.205
	0.245
	0.189

	2018年
	0.387
	0.194
	0.253
	0.188

	2019年
	0.412
	0.195
	0.271
	0.187

	2020年
	0.432
	0.210
	0.284
	0.197


图5为采用熵权法计算得到的地区企业创新韧性二级指标分值。整体上看，除2014年外，其余年度地区企业创新韧性波动较小，2016-2020年5年均值得分排在前列的指标分别为市场开拓能力（1.408）、本土研发能力（1.029）、创新活动开工率（0.827）、创新战略前瞻性（0.689）、合作创新稳定性（0.595），这些方面亦构成了企业创新韧性的核心维度。具体来看，人才约束容忍度、创新链依赖性、资金约束容忍度等指标得分在部分超预期因素影响下逐年下降，而工艺流程创新、市场约束容忍度、创新活动开工率、市场开拓能力等指标得分在疫情暴发后分别增长23.0%、8.0%、7.8%、5.1%，反映出提高企业柔性和市场约束容忍度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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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4年和2016年二级指标水平          （b）2017-2018年二级指标水平
[image: ][image: ]
（c）2019-2020年二级指标水平              （d）2016-2020年二级指标水平
图5 地区企业创新韧性二级指标水平
（二）企业创新韧性空间关联与差异结构
表3报告了采用z统计量和单侧检验法得到的创新韧性空间自相关判定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吉尔里指数（Geary’s C）和莫兰指数（Moran’s I）取值均在范围，且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在5%或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无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可认为企业创新韧性存在正空间自相关特征，即韧性水平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聚集。参照郭芸等（2020）[24]思路，我国企业创新韧性水平可分为以下四种空间关联模式：（1）“高-高”集聚，本区域与周边区域的企业创新韧性均较高，呈显著正相关，空间关联表现为溢出效应。（2）“低-高”集聚，本区域企业创新韧性较低，但周边区域企业创新韧性相对较高，呈负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表现为过渡区域。（3）“低-低”集聚，本区域与周边区域的企业创新韧性均相对较低，亦呈显著正相关，空间关联表现为低增长区域。（4）“高-低”集聚，本区域企业创新韧性较高，但周边区域企业创新韧性相对较低，空间关联表现为极化效应。
表3 企业创新韧性空间自相关检验
	年度
	吉尔里指数（Geary’s C）
	莫兰指数（Moran’s I）

	
	系数
	标准化系数
	z值
	系数
	标准化系数
	z值

	2016年
	0.678**
	0.142
	-2.257
	0.154*
	0.105
	1.803

	2017年
	0.667**
	0.141
	-2.352
	0.162*
	0.105
	1.874

	2018年
	0.681**
	0.144
	-2.212
	0.148*
	0.104
	1.756

	2019年
	0.689**
	0.147
	-2.111
	0.132*
	0.103
	1.625

	2020年
	0.696**
	0.142
	-2.143
	0.136*
	0.105
	1.629


注：**、*分别表示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图6描绘了企业创新韧性局域空间聚集与跃迁趋势，结果表明：（1）我国企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即本区域企业创新韧性与邻近区域存在空间关联，本区域与邻近区域企业创新韧性具有一定的变化相依特征。（2）企业创新韧性空间集聚趋势表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呈“低-低”集聚，即本区域企业创新韧性低值与邻近区域企业创新韧性低值聚集，具有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3）在研究期内，我国大多数地区及其企业创新韧性未出现显著的跃迁变化，仅个别地区向临近象限跃迁，表明企业创新韧性空间集聚特征较为平稳。（4）相比2019年，2020年北京、福建、河南等地企业创新韧性空间分布向“高-高”集聚跃迁，表明上述地区企业创新韧性分布在疫情影响下发生跃迁的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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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疫情暴发前局域Moran’s I                    （b）疫情暴发后局域Moran’s I
图6 企业创新韧性局域Moran’s I
（二）创新韧性水平差异来源及结构分解
表4报告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四大区域[footnoteRef:2]企业创新韧性泰尔指数及结构分解，结果表明：（1）2016-2020年区域企业创新韧性差异明显，泰尔指数总体差异从0.091升至0.135，4年增长48.4%，表明地区企业创新韧性水平距离进一步扩大。（2）平均而言，2016-2020年区域内创新韧性差异、区域间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分别为52.3%、47.7%；区域内差异主要由东部地区贡献，其5年贡献率分别为91.4%、92.5%、91.6%、92.7%、89.6%，即区域内差异是创新韧性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而东部地区韧性水平差异则是形成区域内差异的重要因素，亦与上文结论相近。（3）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创新韧性水平差异占区域内差异的比重处于低位，表明该地区企业创新韧性水平相对均衡。 [2: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1个省区市。因部分指标数据缺失，我国西藏自治区暂未列入研究样本。] 

表4 四大区域创新韧性泰尔指数
	年度
	总体差异
	地区间差异
	地区内差异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数值
	贡献率
	数值
	贡献率
	贡献率
	贡献率
	贡献率
	贡献率

	2014年
	0.042
	0.019
	45.18%
	0.023
	54.82%
	45.03%
	6.97%
	1.32%
	1.51%

	2016年
	0.091
	0.047
	51.23%
	0.044
	48.77%
	44.58%
	2.62%
	1.12%
	0.45%

	2017年
	0.103
	0.050
	48.41%
	0.053
	51.59%
	47.70%
	2.47%
	1.21%
	0.21%

	2018年
	0.116
	0.055
	47.56%
	0.061
	52.44%
	48.04%
	3.02%
	1.05%
	0.34%

	2019年
	0.121
	0.054
	44.86%
	0.067
	55.14%
	51.13%
	2.67%
	1.09%
	0.25%

	2020年
	0.135
	0.062
	46.30%
	0.072
	53.70%
	48.13%
	3.48%
	1.85%
	0.25%


四、进一步研究：政策组态
为提高企业在超预期因素冲击和多重风险挑战下的创新发展韧性，本文以党中央、国务院近年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为研究视角，探讨怎样的创新政策组合有助于强化企业韧性。不难发现，政策组合具鲜明的组态特征，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多认为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线性和单向因果关系，在揭示多变量交互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方面存在局限[25]。本文基于组态思维构建政策组合联动匹配框架，选取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企业研发活动专用仪器设备加速折旧、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以及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优惠等5项主要政策，以“在开展创新活动企业中认为以上政策效果明显的企业家占比”衡量政策效力并将其作为条件变量，将上文测算的企业创新韧性视为结果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考察创新政策组合并发协同效应。参照Greckhamer[26]，将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校准为模糊集，以85%、50%、15%分位数作为完全隶属阈值、交叉点、完全不隶属阈值，变量校准如表5；同时，为规避不具代表性的条件组合，将原始一致性阈值、PRI值、案例频数阈值分别设为0.8、0.7、1，并通过对比中间解与简约解确定关键的政策组态路径。
表5 变量校准
	变 量
	模糊集校准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结果变量（企业创新韧性）
	0.139
	0.195
	0.329

	
	1.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A）
	0.395
	0.485
	0.575

	
	2.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B）
	0.333
	0.425
	0.507

	
	3.企业研发活动专用仪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C）
	0.255
	0.330
	0.411

	
	4.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优惠政策（D）
	0.220
	0.258
	0.347

	
	5.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E）
	0.152
	0.204
	0.281


从单个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看，任一条件的存在或缺失均不可作为高企业创新韧性的必要条件。从表6创新政策组态路径看，产生高企业创新韧性的组态共有3条，总体解和单个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且总体解的覆盖度约0.77，表明识别出的政策组态可解释约77%的企业创新韧性案例。从组态1a看，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为核心条件，互补非研发活动专用仪器设备折旧政策及非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为边缘条件，是提高企业创新韧性的有效政策组合。该组态一致性水平为0.88，原始覆盖度、唯一覆盖度分别为0.32、0.13，能够解释约32%的地区企业案例，且13%的地区企业案例仅可通过该组态路径解释，多见于北京、上海等地企业案例。据统计，在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等激励下，北京市2022年1-11月大中型重点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0%，中关村示范区规上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21.7%，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体现强劲的企业创新韧性。组态1b指出，除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优惠政策外，余下4项政策作为核心条件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韧性，该组态原始覆盖度高达63%，在高企业创新韧性政策组态中居首位。该组态强调了多元政策的并发协同效应，广东、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江西、辽宁等地均出现由该组态解释的企业案例。
表6 创新政策组态路径
	条件变量
	高企业创新韧性
	非高企业创新韧性

	
	组态1a
	组态1b
	组态1c
	组态2a
	组态2b
	组态2c

	1.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A）
	

	

	

	
	

	


	2.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B）
	

	

	
	

	
	


	3.企业研发活动专用仪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C）
	

	

	

	

	

	


	4.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优惠政策（D）
	
	
	

	

	

	

	5.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E）
	

	

	

	

	

	


	一致性
	0.879
	0.840
	0.831
	0.945
	0.964
	0.962

	原始覆盖度
	0.321
	0.626
	0.611
	0.695
	0.674
	0.677

	唯一覆盖度
	0.128
	0.029
	0.018
	0.033
	0.012
	0.015

	总体一致性
	0.844
	0.942

	总体覆盖度
	0.771
	0.722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缺表示该条件出现与否对结果无影响。下表同。
在组态1c中，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叠加研发活动专用仪器设备折旧政策、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以及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优惠可产生高企业创新韧性，原始覆盖度为61%，多见于山东、安徽、湖南、重庆等地企业案例。此外，非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非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优惠以及非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组合对非高企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影响，该组态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分别为70%、3%，在非高企业创新韧性组态中居首位。以上结论表明，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叠加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叠加专用仪器设备折旧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是产生高企业创新韧性的两类核心政策体系，在后者主导的政策体系中，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与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政策或将存在替代效应。
为进一步提高上述结论的可靠性，对产生高企业创新韧性的前因组态开展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原始一致性从0.8提高至0.85，产生的政策组态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其次，考虑到校准锚点的选取可能影响组态结果，故将原15%、50%、85%分位数改为10%、50%、90%分位数，依次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得到的政策组态路径亦未发生显著变化，佐证上述创新政策组态具有良好稳健性。限于篇幅，仅报告提高原始一致性阈值得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
表7 创新政策组态稳健性检验
	条件变量
	高企业创新韧性
	非高企业创新韧性

	
	组态3a
	组态3b
	组态3c
	组态4a
	组态4b
	组态4c

	1.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A）
	

	

	

	
	

	


	2.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B）
	

	

	

	

	
	


	3.企业研发活动专用仪器设备加速折旧政策（C）
	

	

	

	

	

	


	4.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收入免征增值税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优惠政策（D）
	
	

	

	

	

	

	5.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E）
	

	

	

	

	

	


	一致性
	0.879
	0.918
	0.895
	0.945
	0.964
	0.962

	原始覆盖度
	0.321
	0.257
	0.232
	0.695
	0.674
	0.677

	唯一覆盖度
	0.128
	0.038
	0.050
	0.033
	0.012
	0.015

	总体一致性
	0.894
	0.942

	总体覆盖度
	0.435
	0.722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式创新生态发展历程，探讨孕育企业创新韧性“果实”的“土壤”结构及其演化变迁，随后以规模（限额）以上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风险吸收、维持创新、形变恢复、柔性变革四大维度构建企业韧性测度体系，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技术方法，系统梳理不同规模企业、不同区域企业创新韧性时序演化、差异结构与政策组态，得到以下结论。
（1）中国式创新生态体系历经艰难探索、萌芽初起、加速生成、全面建设等发展阶段，其主体结构可概括“内核—外围”式，即以企业、客户、消费者、高校院所、金融部门等为主体的“内核”，以及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超大规模市场、新型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发展战略等组成的“五位一体”式“外围”结构。“外围”结构是促进“内核”主体协同创新的基础保障，“内核”主体是推动完善“外围”结构的重要力量，“内核”主体与“外围”结构紧密结合共同构筑的特色创新生态体系。
（2）从韧性水平看，受益于我国特色创新生态体系的基础性保障，企业创新韧性总体呈增长态势，基本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布，具有区域分异特征。同时，企业创新韧性空间自相关显著，表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低-低”集聚，空间集聚趋势平稳。
（3）从发展差异看，地区企业创新韧性水平差异具上升趋势，泰尔指数整体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创新差异是企业创新韧性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而东部地区企业创新韧性差异则是形成区域内差异的重要因素。相比之下，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创新韧性差异占区域内差异的比重较低，表明地区企业创新韧性水平相对均衡。
根据研究结论，为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频发和多重风险挑战冲击影响，进一步推进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联动匹配，释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专用仪器设备折旧与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叠加效应。完善企业、客户、科研机构、金融部门等创新链主体构成，以创新链“强链”推动完善“外围”结构体系，促进“内核”主体与“外围”结构紧密结合，优化区域创新生态，夯实韧性培育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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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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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 scatterplot (Moran's I =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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